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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西晉士人奢靡之風盛，石崇以其於史料文獻中的行徑，向來被視為當時的代表性人

物，其中尤以《晉書》載「士當身名俱泰」一語，更坐實了如此的形象。但細究此言之背

景與形成原因，可發現所謂的「身名俱泰」說，並不宜將之單純而武斷地做為奢靡生活的

露骨告白，而應與石崇個人性格心理的養成，以及西晉的政經文化環境結合，做更為深入

的探討。本文認為：石崇所言之「泰」，實則包含生理和心理兩個層面的「安適」。石崇在

家庭因素與西晉惡劣的政治環境中要謀求「安適」，其選擇的路徑是鞏固政經地位乃至建

立文化名聲，是故以豪奢行徑彰顯經濟地位；依附權臣賈謐而組「二十四友」，以確保政

治地位；再以政經實力召集文人舉行了「金谷會」，成就其文化地位。然而在政經文化地

位的「現實之泰」實現後，卻因石崇追求任性重情的「內心之泰」而兩相衝突，導致自身

的敗亡。見微知著，從對石崇的探討當可擴及西晉士人，進而理解在那樣的濁世中，士人

的處世心態與時代意義。 

 

關鍵詞：石崇、世說新語、汰侈、二十四友、金谷會 

 

 

                                                        
*  本文為筆者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二十次會議——合古今中

外而冶之：紀念周法高先生百年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1 月）中宣讀之論文：〈《世說新語‧

汰侈》石崇「士當令身名俱泰」說探究〉刪改修訂而成。特此感謝會議主辦單位、講評人與兩位論

文審查委員。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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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西晉時期任誕頹放的士風一向為人所詬病，其中又以石崇為「奢靡」一類之代表性人

物，這顯然受現存史料中所載石崇事多與此相關而影響人們的觀點。其中尤以《世說新語•

汰侈》中，與石崇相關之條目便占去大半，造成了讀者既定的印象。1石崇的豪奢自不待

言，但評論者或也有未能更深入探究其行為模式的成因，而常以刻板印象批評之嫌。2事

實上，一則常被引用的史料是值得玩味再三的： 

 

（案：石崇）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

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

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3 

 

此則文獻概可分三部分分析：其一，石崇、王敦入太學，石崇以顏回、原憲自勉，頗有「有

為者亦若是」之嘆，證明了即使是玄學與任誕士風盛行的西晉時期，儒學仍根深蒂固在士

人心中。4其二，王敦以子貢比石崇，而非眼前所見令石崇嗟嘆之顏回、原憲，由於子貢

是孔子弟子中最為富有的，5由此證明石崇當時財富已頗多。最後，石崇對王敦之諷言有

所不滿，認為身為士人應使自己「身名俱泰」，怨王敦以「君子固窮」為處世之道。「甕 

 

                                                        
1  《世說新語‧汰侈》共十二則，其中與石崇相關者便占了七則，分別是：1、2、3、4、5、8、10 則。

第 3 則雖以王濟「以人乳飲豚」事為主，然末言「王、石所未知作」，「王」指王愷，「石」則是石崇，

亦表明了石崇豪奢之處世態度。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3 年），

頁 878。本文以下所引《世說新語》文獻，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此書。 
2  如李建中便言：「在『清流』與『婦人』之間，這便是石崇，也是金谷中人的真貌。」意似指石崇與

其羽翼無非是藉山水附庸風雅，或是沈溺美色之徒。見其著《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武漢：湖北教

育出版社，1998 年），頁 86。 
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7。《世說新語‧汰侈》第 10 則亦有類似記載，原文為：「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歎

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

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出處同註 1，頁 884。兩筆文獻雖有文字上的差異，其意並無二

致。 
4  如袁濟喜說：「西晉時期，雖然玄學盛行，社會風氣奢靡浮夸，但對普通的文人來說，儒學仍然是他

們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見其著《魏晉南北朝思想對話與文藝批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頁 243。 
5  《史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及說明子貢善於

貨物買賣，以物價賤時買進貯之，價貴時賣出，因而致富。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

宏業書局，1972 年）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頁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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牖」為原憲事，見《莊子•讓王》6，原為表現原憲安貧樂道的處世態度。這表示石崇雖

以顏回、原憲自勉，然無法忍受貧苦之生活條件。且從語意來看，王敦實以子貢而非原憲

比石崇，已有彰顯石崇富有意，而石崇之所以以「甕牖」事回應，若非弄錯了典故，那便

表示在石崇眼中，即使如子貢之富都未能看得上眼。 

無論是弄錯典故抑或輕視子貢，都表示石崇當時定有相當程度之經濟地位，再輔以史

料中石崇事跡，石崇為後世目為豪奢之徒其來有自，然石崇以「士當身名俱泰」一語似道

出其處世態度之緣由，卻不能不細細探究。 

石崇所言之「身」與「名」，蓋泛指自身生活與名聲，此點應無疑義，然「泰」字的

提出倒值得細究。《說文解字》言：「泰，滑也。」7引申有「滑利」之意。而《廣雅》言：

「泰，通也。」8有「通達」之意。而《周易》言：「泰，小往大來，吉亨。〈彖〉曰：『泰，

小往大來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

順。」9由上述「泰」之釋義衍生出來有「安適」、「美好」、「寬裕」、「奢侈」等意涵，10但

因語出石崇，故一般於「名」部分則取美好義，而「身」部分則多以寬裕奢侈義解之，而

少取「安適」義。 

我們當然可以解釋石崇藉生活之豪奢求得生理之安適，此點自不能否認。但若僅以豪

奢之生活如何能得名之「美」？而石崇以豪奢求取身之安適，除了生理需求外，是否可能

有心理因素？此心理與西晉環境與文化是否關連？石崇的表現除眾人抨擊的表象外，是否

仍有值得理解與深究處？本文欲藉由史料的呈現與石崇為數不多的作品，試圖探究其行為

與心理，雖無意為其翻案，但冀望對其有更清楚的認識，不致為成見左右。 

                                                        
6  原文為：「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

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年）卷九下，〈讓王第二十八〉，頁 975-977。 

7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樹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 年）第十一篇

上二，〈水部〉，頁 570 上。 
8  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年）卷一上，〈釋詁〉，

頁 36。 
9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周易正義》卷二，〈泰〉，頁 41 下。 
10  參考自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

聯合出版，1995 年），頁 1577-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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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豪奢之行徑與心態 

綜觀歷來對石崇印象，首要便是其豪奢行徑。然而細究史料，關於其豪奢行徑載於《晉

書》者，有以下數端：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11 

 

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

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

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

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

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

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榦絕俗，光彩曜日，如愷

比者甚眾。愷怳然自失矣。12 

 

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13 

 

餘為《世說新語》及劉孝標注所記，然多與《晉書》相類，以下所列為《晉書》所未載，

如〈汰侈〉第二則：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

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此則有劉孝標注：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

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14 

                                                        
11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6。 
12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7。 
13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8。 
14  以上兩段引文出處同註 1，頁 87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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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汰侈〉第八則劉孝標注：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

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蓺，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

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羡，以為不及也。」15 

 

石崇豪奢情事，自無須辯駁，然值得探究的，一為石崇的行徑於西晉當時是否屬偶發？二

為此行徑究竟為石崇之身名求得了如何之「泰」？關於前一問題，有相當的史料證明了石

崇不過是西晉眾多染豪奢之風士人的其中一員。關於西晉士人豪奢之例實不勝枚舉，如何

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車服，窮極綺麗，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見，不食太官

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不坼作十字不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16，其子何劭

「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異，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

時論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17。賈謐則「奢侈踰度，室宇崇僭，器服珍麗，歌僮舞女，

選極一時」18，其姪賈模「貪冒聚斂，富擬王公」19。又如王濟「金溝」、「以人乳蒸肫」20

事、劉琨「素豪奢，嗜聲色」21、羊琇「性豪侈，費用無復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

洛下豪貴咸競效之」22、王愷「性復豪侈，用赤石脂泥壁」23，凡此種種，不一而足，傅

咸便上書武帝直陳西晉國力衰退乃因士人普遍豪奢所致，24成公綏與魯褒皆曾為此風氣作

〈錢神論〉諷之，魯褒原文較長，茲列成公綏原文如下： 

 

 

                                                        
15 同註 3，頁 882。 
16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何曾〉，頁 998。 
17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何曾附何劭傳〉，頁 999。 
18 同註 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謐〉，頁 1173。 
19 同註 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謐附賈模傳〉，頁 1176。 
20   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帝嘗

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見《晉書》卷

四十二，同註 3，〈列傳第十二‧王渾附王濟傳〉，頁 1206。 
21 同註 3《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頁 1681。 
22 同註 3，《晉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六十三‧外戚‧羊琇〉，頁 2411。 
23 同註 3《晉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六十三‧外戚‧王恂附王愷傳〉，頁 2412。王愷另有與石崇爭富

事已如前述，見註 12。 
24   《晉書》載：「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

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

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

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見同註

3，《晉書》卷四十七，〈列傳第十七‧傅玄附傅咸傳〉，頁 1324-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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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

能已。執我之手，說分終始。不計優劣，不論能否。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言：「錢

無耳，何可誾使？」豈虛也哉？25 

 

可見豪奢之風瀰漫西晉一朝，石崇實助長此風，但若將罪責全歸一人，則有偏見之失。且

豪奢之風非自晉始，曹魏時期已然如此，正始年間，夏侯玄與司馬懿議政時便說道：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餙鏤之物，

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

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彫刻

之物，不可得也。26 

 

證明曹魏社會風氣已有流於浮靡之傾向。而司馬炎本人早期雖「厲以恭儉，敦以寡慾」，

但「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27，且以帝王之姿參與石崇與王愷爭

富事，28上行下效情況難以避免，實助長了當時奢靡風氣。29 

此外，士人豪奢之基礎，乃在經濟條件。石崇財富之來由，因《晉書》載其「在荊州，

劫遠使商客，致富不貲」，故多認為以此致富。然而石崇之巨富實無可能僅來自於此，有

學者論述其來由為武帝平吳後，石崇等人將吳人所積中飽私囊，可聊備一說。30然更有可

                                                        
25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全晉文》卷五十九，頁

1798 上。魯褒原文見《全晉文》卷一百十三，頁 2106 下-2107 下。茲引文句以見其概：「時易世變，

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賢，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

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本文以下所引文作，如非特別註明，皆據此書。 
26  晉‧陳壽：《三國志》（台北：樂天出版社，1974 年），卷九，〈魏書‧諸夏侯曹傳第九〉，頁 297-298。 
27 同註 3，《晉書》卷三，〈帝紀第三‧武帝〉，頁 80。 
28  事已見註 12。 
29  可見王夫之言：「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緯，增吏

俸，崇寬弘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

任愷、馮勗、荀紞、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即以張華、

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愍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群小之貪訿；

是以強宗妒后互亂，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認為

司馬炎行事與施政無誤，只是錯用小人，僅譏其用人失當，是不夠全面的論斷。語見《讀通鑑論》（樹

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年），卷十一，〈晉〉，頁 350-351。 
30  曹道衡與沈玉成言：「崇以豪富稱，《世說‧汰侈》屢記其事。史學家多以崇在荊州劫掠而致富。然

其與王愷爭富《世說》、《晉書》皆記晉武助愷，則崇在任荊州前已成豪富。而傳又言其父苞臨終分

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云云。貲財鉅萬，其來安自？《晉書‧食貨志》載，『世祖武帝太康元年，既

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於是王君夫（愷）、武子（濟）、石崇等更

相夸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寶』，王濟、石崇皆預平吳之役，吳人數十年生聚所積，多入此輩私

室，不言可喻。」見兩人合著：《中古文學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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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是合法途徑，武帝在平吳之後頒行「占田法」，其中官員依品秩可占田與蔭人，其內

容為：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

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

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

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

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

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

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

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31 

 

占田法如此內容，已使官員們大受其惠，為世家大族的蓬勃營造了有利契機，石崇當然也

是受惠者之一。有學者考證，石崇的莊園多建立在占田令頒佈後，且從事多角化的經營，32

這顯然證明占田法對於石崇致富起了決定性的因素。而官員日益膨脹的經濟實力，使得這

些世家大族有恃無恐，對法令的限制逐漸視若無睹，大肆逾矩占田占客，朝廷實際上根本

無力管轄。33如此的結果造成了君臣勢力天秤的傾斜，當士人擁有愈多的經濟實力，政治

地位便益發穩固。34我們都清楚，從魏末至西晉的混亂局面，使士人過著朝不保夕的日子，

許多懷抱節操不肯與當權者妥協的悲慘下場，使士人逐漸理解到要想在亂世安身立命，單

憑抽象的理想與節操是靠不住的，35必須有足以與當政者抗衡的具體力量，這個力量首要

便來自於經濟實力。而經濟實力的高低必然要透過口耳相傳的表現，才能在政治圈擴散開

                                                        
31  同註 3，《晉書》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貨〉，頁 790-791。 
32  參見鄭欣：《魏晉南北朝史探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33-134。 
33  唐長孺言西晉「對於貴族官僚的土地限制完全是空文」見其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石家莊：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44。而在高敏主編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中，從《晉書》記李重上奏

之言「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

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見同註 3，《晉書》卷四十六，〈列傳第十六‧李

重〉，頁）判斷：「以世族地主的情況來說，他們並沒有按照占田法令規定的允許占田限額去占田，

而是往往逾制占田占客。」見《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333。 
34  故筆者並不贊同蘇紹興的論點，其說法謹列如下：「兩晉南朝世族維持其政治地位之各種因素中，經

濟因素絕不重要。政治地位之盛衰與經濟力量之消長，關係極微。」見其著《兩晉南朝的士族》（台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年），頁 54。 
35  羅宗強認為西晉士人的心態轉變來自於竹林名士的悲劇性結局，他說：「嵇康被殺、向秀失圖，現實

的激烈的政爭，十分生動地說明個人欲望的自我節制使自我返歸一種寧靜的自然的人生，實際無法

做到，嵇康道路，阮籍道路，全都走不通，這就給了士人社會一個明白無誤的訊息：自我節制欲望，

既行不通，亦無意義。」見其著《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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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以穩固自己的地位，過份的豪奢行為成了最簡單且流行最迅速的表現方式。於是一旦

有人如此，便會競相效仿，最後成了惡性循環下無法遏抑的風氣。我們似乎可以認定這是

一種在變態環境下產生的變態心理，正如精神分析學家卡倫•荷妮（Karen Horney）所說：

「病態地追求權力、聲望和財富不僅是用來作為反對焦慮的保護所，而且用來作為被壓抑

的敵視得以發洩的渠道。」36這種心理是負面的、逃避的，無法也不必為其開脫，然而我

們若易地而處，當能瞭解如此豪奢行為背後不單只是享受「生理之泰」，更是藉由經濟能

力之名聲散佈，從「名聲之泰」求得「心理之泰」。不只是石崇，大部分走類似路線的西

晉士人或許皆是如此心態。 

上述所論為西晉士人的普遍現象，然若聚焦石崇本人，還可發現其豪奢行徑與個人因

素有密切關係。事實上，石崇早先並不似王夫之所評是「寡廉鮮恥貪冒驕奢之鄙夫」37，

《晉書》言其「少敏惠，勇而有謀」，「年二十餘，為修武令，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

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不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

且「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38，可見石崇並非一味炫富，不學無術之人。

其兄石統忤扶風王司馬駿，石崇曾上表救兄。惠帝即位，以外戚楊駿輔政，楊駿以大開封

賞之名行結黨營私之實，石崇與散騎郎何攀共奏於惠帝，對大開封賞事期期以為不可。從

兩事可見石崇甘冒大不諱之膽識（此膽識或許來自於顯赫之經濟實力亦未可知），而表、

奏內容邏輯清楚，論理精到，亦可見其文才。39 

那麼，如此的石崇，為何又與「豪奢」連結呢？ 

史料證明，石崇豪奢行徑之心理狀態，可能早在其年少時期便已埋下種子。石崇父石

苞有才幹，深受司馬師、昭、炎三人器重，然其人「好色薄行」40，兄弟排行最小且年幼

的石崇在父親行徑耳濡目染下，很難不受其影響。且關鍵在石苞臨終分配遺產與諸子，獨

漏石崇一人： 

 

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41 

 

 

                                                        
36  卡倫‧荷妮（Karen Horney）著，陳收譯：《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

年），頁 110。 
37  同註 29，《讀通鑑論》，卷十一，〈晉〉，頁 350。 
38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4-1006。 
39  以上二事及表、奏內容因文長不錄。參見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

頁 1005-1006。 
40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頁 1001。 
41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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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琦在論述兩晉南朝家族現象時，以石苞分產之例，認為「家族在析分過程中，也均分

了家族的財產，破壞了家族經濟統一的因素」42，問題是石崇顯然並未在這樣的家族析分

中得利。石苞為何獨苛么兒？實不得而知，僅以「後自能得」做為未分財產予石崇的理由，

雖然日後石崇以其官職品秩與掠劫商客種種方式果然「自得」，但父親未能公平對待的實

情怕早已在其心中造成陰影。精神分析學家阿德勒（Alfred Adler）曾說：「人類都是在

追求著想要成為征服者，想要超越並壓垮別人的目標。這種目標是早年訓練的結果，也是

覺得自己在家庭中未曾受到平等待遇的兒童努力奮鬥，拼命競爭的結果。」43如果石苞分

產事果然對幼小的石崇有所打擊，那麼石崇日後的斂財與豪奢情事，其心態便與阿德勒說

法不謀而合。孩提時的不安，造成長大成人後亟欲尋求心理上的安定。說得嚴重些，石崇

的豪奢是自卑心態下轉變成自傲，他不見得真想成為阿德勒口中的「征服者」，但力求高

於眾人的表現以求穩固的地位，的確也暗合了他所說的「泰」。 

綜上所論可知，石崇經豪奢行徑所求「身名之泰」，是緣於歷史環境、士人風氣與個

人心理因素的。或許如此行徑的確為其物質生活求得了舒適、優渥之「泰」，但追根究底

來說，此行徑換來的心靈「安適」，也就是心理之「泰」，應該才是石崇的根本目的。 

三、由政經到文化實力 

石崇豪奢行徑所獲心靈之泰畢竟純屬自我心理的寬慰，若不能落實在現實中，終屬枉

然。經濟的優勢實為石崇打下了深厚基礎，但在當時的環境下若僅靠經濟實力，顯然仍有

不足。於是石崇便需在現實其他領域建立自己的「名」，以求取更為穩固之「泰」。卡倫•

荷妮（Karen Horney）在論及過份追求聲望的精神病患者時說到此種人的特徵： 

 

屬於這一類（案：聲望的追求）的神經症患者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強烈需求，那就是迫

切地給他人以印象，以贏得稱讚和尊重。他幻想給他人以美德或智慧或某些傑出的成

就的印象；他極為奢侈地、引人注目地揮霍金錢；他將必須有能力談論最新的書籍和

戲劇，認識一些傑出的人物；他將不會有任何人作為朋友、丈夫、妻子、雇員，如果

這些人不稱讚他的話。他的整個自尊都是建立在讚揚的基礎之上的。44 

                                                        
42  陳長琦：《兩晉南朝政治史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6-47。 
43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台北：志文

出版社，1992 年），頁 130。 
44 同註 36，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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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皆下來所論的石崇便與此說極為相符。只是在當時類似的心態與作為已成氛圍，石崇

並非孤例，學者王欣針對此現象論道：「中古時期的家族競爭是有其內在邏輯的：運用政

治權力去擴大經濟權力、文化權力；運用經濟權力去支撐政治權力，運用文化權力去鞏固

和彰顯政治權力。」45石崇在豪奢行徑所彰顯的經濟實力穩定後，便如王氏所言在政治與

文化採雙管齊下的方略，實踐了所謂的「身名俱泰」。 

如上節所言，石崇並非如一般所論是卑佞昏昧之徒，相反的，他還曾諫斥當道。而從

石崇僅存的少數詩文中，亦可見其政治抱負。〈許巢論〉中以虛構與客答問的手法論許由、

巢父拒堯禪讓之事道： 

 

蓋聞聖人在位，則群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

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

龍，各己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

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

故能成巍巍之化。46 

 

表面上讚許許由、巢父的廉讓無為，實則從石崇所論「聖人」在位的政治舉措，可看出石

崇對於為政之道是有其理想的，而且是儒家式的政治思考。同樣的態度亦表現在對晉室歌

功頌德的〈大雅吟〉中： 

 

……啟土萬里，志在翼亮。三分有二，周文是尚。於穆武王，奕世載聰。欽明沖默，

文思允恭。武則不猛。化則時雍。……47 

 

原詩大部分篇幅為對司馬氏過份的恭維，然上述詩句卻仍可看出對儒家聖王的孺慕之情與

德化之思。又如〈楚妃歎〉，詩序言歌頌楚妃樊姬之因乃其「能立德著勳，垂名於後」，

詩中讚嘆楚妃輔國之大業： 

 

……猗猗樊姬，體道履信。既絀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廣啟令胤。割歡抑寵，

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化自近始，著於閨闈。光佐霸業，邁德揚威。群后

列辟，式瞻洪規。譬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48 

                                                        
45  王欣：《文學盛衰的權力因素：中國中古文學場域研究》（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8。 
46  同註 25，《全晉文》卷三十三，頁 1651 上。 
47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晉詩卷四．石崇》，頁 641-642。

本文所引詩作，皆據此書。 
48 同前註，《晉詩卷四．石崇》，頁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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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三段文字可證明，石崇雖身處西晉玄學盛行且風氣浮靡的時代，其政治思考仍帶有

典型的儒家色彩，正如學者袁濟喜所言：「西晉時期，雖然玄學盛行，社會風氣奢靡浮夸，

但對普通的文人來說，儒學仍然是他們安身立命的基本保障。」49石崇本非玄學中人，其

甥歐陽建所主「言盡意」論又與玄學主流「言不盡意」論背道而馳，石崇本人對於「名」

的流傳又極為重視，在〈答棗腆詩〉中有「贈爾話言，要在遺名。惟此遺名，可以全

生」50的詩句。更明顯的，石崇言「士當身名俱泰」，面對顏回、原憲時作了「同升孔堂」

之嘆。這些都證明了石崇的處世思想是以儒家為本的，對實際的政治地位也就益加重視。

然而在司馬政權假名教之名行剷除異己之實時，便意味著朝廷中「黃鐘毀棄，瓦釜雷鳴」

的走向，這使得一些本有濟世之志的士人如張華、陸機等人也未能堅守節操。王鳴盛《十

七史商榷》便言張華所作〈鷦鷯賦〉雖有知足之止之心，「乃周旋邪枉之朝，委蛇危疑之

地，以殺其身，可謂能言不能行矣」51；而對陸機等人則言「潘岳、石崇附賈謐，望塵而

拜，不待言矣。而劉琨、陸機，亦皆附謐，在二十四友之數。……晉少貞臣如此」52。在

如此「政失準的，導致士無特操」53的情況下，士人要想出頭，就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政

治態度，學者寧稼雨評斷此時的士人處境時說道：「司馬氏奪取政權並不意味著整個士族

都成為政權的核心，而是意味著他們又要捲土重來，繼續為政治出頭而艱辛地忙碌。」54

像石崇這種以「身名俱泰」為前提且「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行檢」55之人，其政治道路

由崎嶇難行改走平坦順暢之途也就不難理解了。 

要想身家安泰又能建立聲名，經濟實力只是墊腳石，更要能在政治範疇為人所重，依

附權貴成了石崇眼中的坦途。賈謐為賈充之孫，56又因賈后專恣以致「權過人主」，「開閤

延賓，海內輻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不盡禮事之」57。許多名士競相親附賈謐，如

陸機「好游權門，與賈謐親善，以進趣獲譏」58，潘岳「性輕躁，趨世利，與石崇等諂事

                                                        
49 同註 4，頁 243。 
50 同註 47，《晉詩卷四．石崇》，頁 645。 
51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0 年），卷四十八，〈鷦鷯賦〉，頁 301。 
52 同前註，卷四十九，〈晉少貞臣〉，頁 307。 
53 同註 35，頁 228。 
54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24。 
55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6。 
56  賈謐實為賈充之外孫，其父為韓壽，其母為賈充女賈午。因韓壽與賈午私通為賈充所知，賈充為免

事發，遂以女妻壽。出處同註 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附賈謐傳〉，頁 1172-1173。《世

說新語‧惑溺》第五則亦有類似記載，同註 3，頁 921。 
57 同註 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附賈謐傳〉，頁 1173。 
58 同註 3，《晉書》卷五十四，〈列傳第二十四‧陸機〉，頁 1481。陸機之依附賈謐亦有北人歧視南人因

素之可能，擬另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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賈謐」59，歐陽建、劉琨兄弟「以文才降節事謐」60。潘岳從子潘尼「性靜退不競」，曾著

〈安身論〉述此現象： 

 

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

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

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歡；爭路，則構刻骨之隙。61 

 

在這樣的風氣下，如此地位的賈謐自然成了石崇首要拉攏的對象。且石崇曾於鎮下邳時因

與當時徐州刺史高誕爭酒相侮事免官，雖其後官復拜衛尉，但不免在心中留下陰影。《晉

書》中言其與潘岳「諂事賈謐」，賈謐祖母廣城君郭槐「每出，崇降車路左，望塵而拜，

其卑佞如此」。62就「望塵而拜」言其「卑佞」實非誹謗，但若能理解賈謐當時的地位權

勢，以及石崇為建立名聲以求安適而放棄原本儒家理想的堅持，似乎對〈答棗腆詩〉中「可

以全生」的說法能有更深的體會。 

賈謐憑其黨羽勢力，組成名為「二十四友」63的集團，我們由成員名單便知這並非單

純的文學集團，有些成員不但未見於文學史，甚至也未有文學作品留下。當然我們不能用

文學成就的高低與文獻的流傳就斷定成員皆非文人（指文學方面），但以當時的文名來看，

「二十四友」並非以文學為號召所組成是可以確定的。64事實上，由於西晉王室的衰弱，

士人往往必須依附權勢以求自保，正如王瑤所言當時士人「不能單純地只忠于皇室，更得

在權臣中找尋他們底依附的目標。……大半都是過著一種寄于外戚權臣的依附生活」65。

曹道衡等人認為他們「非以文義相聚，蓋同利為朋，趨炎附勢耳」66是有其道理的。有學

                                                        
59 同註 3，《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岳〉，頁 1504。 
60 同註 3，《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劉琨〉，頁 1679。 
61 同註 3，《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岳附潘尼傳〉，頁 1508。 
62 同註 3，《晉書》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附賈謐傳〉，頁 1006-1007。此事於〈潘岳傳〉則載為：「（岳）

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見《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岳〉，

頁 1504。 
63  關於「二十四友」成員，《晉書》載：「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

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瑰、

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

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見同註 3，卷四十，〈列傳第十‧賈充附賈謐傳〉，頁 1173。 
64  張愛波在研究「二十四友」的關係時，特別從成員彼此的贈答詩看出其集團成員之間並非人人都互

相交往，其關係十分鬆散，其中可進一步分為幾個有親屬關係、利益關係的小集團，而小集團間關

係也非常複雜，彼此充滿矛盾和差異而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見《西晉士風與詩歌》（濟南：齊魯書

社，2006 年），頁 220-226。 
65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229-230。 
66 同註 30，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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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不宜將「二十四友」歸類於政治集團或文學集團，而主張以「文人集團」之名概

括67，事實上是模糊了「二十四友」的成因。就前述所論，可知「二十四友」的凝聚因素

主要仍來自各人的政治需求，故仍應以政治集團視之為宜。 

雖說《晉書》載「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68，但從當時成員的實力與地位來論，石崇

必為「二十四友」的中堅份子，有學者甚至推翻《晉書》說法，直指石崇才是領頭人物。69

無論如何，由與賈謐的親善與「二十四友」的建立，石崇已成功由經濟實力拓展到政治實

力，不管行徑被人如何評價，已達到政治上的安全與聲名，政治方面的「身名俱泰」於焉

成立。 

雖說「二十四友」乃政治集團，但不可否認的其中確有如陸機兄弟、潘岳、左思、摯

虞、劉琨等西晉文學重要人士，徐公持從文學史的角度認為：「他們的今存詩幾乎占全部

西晉文士詩歌的一半。這個數字實為驚人，表明此一集團中人創作精力的旺盛，他們的文

學活動對於構築當時文學的整體繁榮氛圍，起了決定性作用。」70石崇本人作品流傳不多，

但從《詩品》將其列為中品，評其詩作「有英篇」71，可知其創作有一定水準。在講求士

人風度的西晉時期，石崇的聲名構築自不能少了「文化」這個區塊。對此現象，學者王欣

的說法一語中的：「政治經濟資本對家族的發展非常重要，但贏得文化上的聲望對中古士

族而言更加重要。士族文人擁有並且願意拿出更多的閑暇和精力從事思想文化和文藝場域

的創作。士族的地位使士族知識分子很容易掌握思想文化和文藝創作的主導權，而這種主

導權又鞏固了士族的政治與經濟權力。」72石崇以其政經實力，在位於金谷之別館，召集

當時文士舉辦了著名的「金谷會」。在其〈金谷詩序〉中略述了該次聚會的概況：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

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

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

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

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 

 

                                                        
67 同註 64，頁 238。 
68 同註 3，《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岳〉，頁 1504。 
69  持這種說法的是徐公持，他認為：「『二十四友』以豪富官僚石崇為首。《晉書‧潘岳傳》對此說法不

同：『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但以當日官位、財富及社會名聲而論，岳非崇之匹；而喜交友、好

人物，亦石崇所長。」見其著《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31。 
70 同註 69，頁 332。 
71  呂申德：《鍾嶸詩品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詩品中〉，頁 116。 
72 同註 45，頁 46。 



國文學報第五十七期 

 

–42– 

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後。後之好事者，

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73 

 

此序內容尚可深究，於後文討論。此處先可留意的：金谷會依石崇所言共三十人，三十人

究為何人現已無從考證，石崇所言為首之蘇紹，據《世說新語•品藻》第五十七則內容得

知為石崇之姊夫，74然並未入「二十四友」之列，可見「二十四友」與金谷會兩者成員並

不一致。金谷會詩散失甚多，連石崇本人詩作都未見，「二十四友」中以「金谷詩」為名

流傳至今的只有潘岳的一首完整作品與兩句殘詩以及杜育的兩句殘詩。75今人論「二十四

友」參與金谷之會甚深，都只是想當然爾的臆測，並未有具體證據。76 

即使如此，石崇為此次集會之主殆無疑義，可見他不只滿足於政經地位的建立與名

聲，更進一步有成為文化領袖的企圖。而他的確也藉此成功建立了在西晉文化中的重要地

位，東晉時王羲之著名的「蘭亭會」與〈蘭亭集序〉，《晉書》載：「或以潘岳〈金谷詩序〉

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77《世說新語•企羨》第三則有更生動的記載：「王

右軍得人以〈蘭亭集序〉方〈金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而從該則劉孝標

注中，可知「蘭亭會」之活動內容與賦詩方式皆和「金谷會」相類。78王羲之對有人將他

比於石崇的反應是「聞而甚喜」、「甚有欣色」，其所欣喜的應不致為財富與豪奢，因為東

晉士風已不重此。右軍所喜的，應是他終可同石崇在西晉文化界的地位般，成為東晉文化

界的領頭羊。所以由王羲之的反應，可證明石崇因「金谷會」成功站上了西晉文化界的龍

頭位置。而在逯欽立的《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中收錄有曹嘉、歐陽建、嵇紹、曹攄、棗

腆等當時名士對石崇的贈答詩，其中頗多推許之言，見微知著，此又可見石崇之於西晉文

壇，即使尚未達共主地位，也已是一方之霸。 

在「金谷會」後，石崇的勢力與聲名已橫跨經濟、政治、文化三大領域，他得到了優

渥的生活，也得到了溢美的名聲，石崇真正實踐了他所謂的「身名俱泰」。 

                                                        
73  原文現存於《世說新語‧品藻》第五十七則劉孝標注。出處同註 1，頁 530-531。 
74  五十七則內容為：「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出處同註 1，

頁 530。 
75  潘岳完整詩作為〈金谷集作詩〉，殘詩為〈金谷會詩〉，見同註 47，《晉詩卷四．潘岳》，頁 632-633。

杜育殘詩為〈金谷詩〉，見《晉詩卷八．杜育》，頁 757。 
76  如徐公持：「元康六年（296）前後，正是賈后、賈謐勢盛，石崇、潘岳等『二十四友』活動高潮期，

所以『二十四友』中的大部分人，應是此次雅集的成員。」見其著《魏晉文學史》，頁 330。另有袁

濟喜：「『金谷之會』正是二十四友相互交往的明證。」同註 69，頁 246。 
77 同註 3，《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王羲之〉，頁 2099。 
78  同註 1，頁 631。 



石崇「士當身名俱泰」辨

 

–43– 

四、任性重情與思歸避禍 

石崇挾其政經與文化實力實踐他口中的「身名俱泰」，其目的雖達到了，但那始終是

停留在現實層面造成的安適，是由外而內而非由內鑠外，這樣的「泰」需由外力支撐，受

到環境影響太大，所謂的安適終究欠缺「自然」的成分。所謂「自然之泰」，指的是關於

性、情的問題，若未能從內心感到自然之安適，就不能說達到真正的「泰」。 

石崇所處的西晉是士人「任性重情」的時期，此風氣可追溯至王弼「聖人有情」的理

論。王弼認為：「聖人茂於人者神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神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

情同故不能無哀樂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累於物者也。」79駁斥了何晏的「聖

人無情」說。王弼更以本末體用之玄學理論解釋了性與情的關係，從而提出「性其情」80、

「以情從理」81的說法。在王弼的說法中「性」即本體、即自然，「情」則是本於自然。

而「理」，實為「自然之理」，也就是「自然之性」，其後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阮籍、

嵇康等竹林名士，在性情問題上也承襲了王弼的說法。如嵇康言：「六經以抑引為主，人

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82向秀亦言：「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

然。」83最膾炙人口的，當是《世說新語•傷逝》第四則，王戎「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84的說法。這種說法自然影響到以竹林行徑為任誕肆情藉口的西晉名士，而出現整個時代

士人的「重情」傾向。85 

石崇自然不可能置身此思潮之外，尤其在追求「泰」的這塊領域中，尚欠內心「自然

之泰」這這塊拼圖。《晉書》謂石崇個性「驕暴」86，事實上「驕」則驕矣，「暴」則少見。

                                                        
79  同註 26，《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二十八，〈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引何劭〈王

弼傳〉，頁 795。 
80  王弼《論語釋疑．陽貨》言：「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

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2
年），頁 631-632。 

81  王弼言：「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

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出處同註 79，卷二

十八，《魏書》二十八，〈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頁 795-796。 
82  嵇康：〈難自然好學論〉。出處同註 25，《全三國文》卷五十，頁 1337 上。 
83  向秀：〈難嵇叔夜養生論〉。出處同註 25，《全晉文》卷七十二，頁 1876 下。 
84  同註 3，頁 638。 
85  有關魏晉性情理論的探討，筆者另有〈由「鍾情」到「忘情」－從玄學與士人心態論魏晉時期玄言

詩的「緣情」成份〉一文有較為深入的探討，可供參考。見《中國古典詩學新境界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2011 年），頁 251-276。 
86 同註 3，《晉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五十九‧忠義‧嵇紹〉，頁 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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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屬於「暴」之行事，《晉書》凡二處，一為在荊州劫遠使商客事，另一為與王愷爭先，

殺告密者事。87另有《世說新語•汰侈》第一則斬美人事，劉孝標注引《王丞相德音記》，

所錄為王敦與王愷事，88且《晉書•石崇傳》未載，疑為劉義慶誤植。事實上石崇豪奢行

事確是「任性」表現，但石崇除任性外，更多是「重情」表現，這種發自內心身處的重情

表現有時甚至會壓過理性思考，做出危及「身泰」的行徑。如不惜得罪王愷營救劉輿、劉

琨兄弟事： 

 

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

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

輕就人宿！」輿深德之。89 

 

雖說石崇常與王愷爭富，但兩人交情不惡，從石崇外放荊州時得鴆鳥雛贈王愷事可知。90

且王愷為「世族國戚」，從武帝助其與石崇爭富事看來，顯與武帝關係匪淺，鴆鳥之事本

應重處，卻「詔特原之。由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91。以王

愷當時的聲勢，石崇願為友冒犯當道，可謂重情實例。更有甚者，賈謐失勢伏誅，趙王司

馬倫專權時，石崇因為賈黨免官，正是風雨飄搖之時。趙王倫心腹孫秀貪美色，欲求石崇

愛妓綠珠，石崇難捨所愛而斷然拒絕，終致孫秀所讒而招殺身之禍。92石崇鍾愛綠珠並非

僅為美色，綠珠實為一才女，除《晉書》謂其「善吹笛」外，亦能作詩，今流傳有〈懊儂

歌〉一曲：「絲布澀難縫，令儂十指穿。黃牛細犢車，遊戲出孟津。」93石崇願為愛妓得

                                                        
87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6-1007。 
88  同註 1，頁 877。 
89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7-1008。此事亦載於《世說新語‧

仇隟》第二則，出處同註 1，頁 926。 
90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6。 
91 同註 3，《晉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六十三‧外戚‧王恂附王愷傳〉，頁 2412。 
92  《晉書》載：「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

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

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

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

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

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

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

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

五十二。」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8。此事亦載《世說新語‧

仇隟》第一則劉孝標注引干寶《晉紀》，出處同註 1，頁 924。 
93 同註 47，《晉詩卷四．綠珠》，頁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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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政敵，其結果與前述冒犯王愷事不可同日而語，若只從「身名俱泰」的現實層面考量，

顯然難以解釋其行徑，「重情」以求內心自適允為可能的解讀。除綠珠外，石崇另有一愛

婢翾風，亦擅文辭，今有〈怨詩〉一首，其詩為：「春華誰不美，卒傷秋落時。突煙還自

低，鄙退豈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見芳時歇，憔悴空自嗤。」94內容不脫年

華老去顧影自傷之失寵心態。值得注意的是此詩之緣由，王嘉《拾遺記》載：「石季倫有

愛婢曰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年始十歲，始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

態見美。……石氏侍人美艷者數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年三十，妙年者爭嫉之。

或者云，胡女不可為群，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為房老，使主群少，乃懷

怨而作詩。」95雖說此詩乃翾風怨石崇因其年老冷落於她而作，但從《拾遺記》可看出，

石崇退其而使主群少，正是不忘舊情的重情表現。 

石崇曾作〈王明君辭〉，將王昭君遠嫁匈奴哀怨之情，細膩表現於詩中：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為悲鳴。 

哀鬱傷五內，泣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 

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淩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 

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96 

 

石崇現存以女子為對象之詩作有二，一為上節已引之〈楚妃歎〉，主要以歌頌楚妃輔國表

己之政治懷抱。此首〈王明君辭〉與之明顯不類，它純粹表達昭君錯嫁的遺憾與哀怨，石

崇對於昭君內心的揣摩以及細膩描寫，都顯出其中「情」的成分。 

我們還可從他人與石崇的贈答詩作，看出石崇與人相處不僅僅是利益考量，也投入了

相當情感，如與嵇紹的交往。嵇紹為嵇康子，政治立場雖與嵇康不同，卻不負其父風骨，

在依附權勢的西晉士風中踽踽獨行。《晉書》載：「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賈謐

以外戚之寵，年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不答。」如此的嵇

紹，竟能對石崇「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97，且在他的〈贈石季倫詩〉中證明了此言： 

 

                                                        
94 同註 47，《晉詩卷四．翾風》，頁 646。 
95  晉‧王嘉：《拾遺記》，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三編》（台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8 年），卷九，〈晉

時事〉，頁 740 下-741 上。《拾遺記》中之「翔風」，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作「翾風」，同

註 47，頁 646。 
96 同註 47，《晉詩卷四．石崇》，頁 642-643。 
97 同註 3，《晉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五十九‧忠義‧嵇紹〉，頁 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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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稟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為外物惑。 

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 

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 

茹芝味醴泉，何為昏酒色。98 

 

在僅存的石崇詩作中，未見與嵇紹的贈答往返作品，但從嵇紹此詩可以想見兩人之交誼。

以石崇任性豪奢以及親附賈謐的行徑，會「甚親敬」嵇紹這種作風與時不合的非主流人士

是令人匪夷所思的。然詩中嵇紹對石崇的嗜欲多所勸諫，沒有相當的情誼是很難如此的，

我們看到許多人與石崇的贈答詩多為應酬之作，屬歌功頌德者多，就更能看出嵇紹詩作之

於石崇的特別之處。石崇顯然對於他所欣賞之人，不吝投注大量情感。 

「傷逝」亦為重情表現之一。羅宗強在論及西晉士人心態時便說道：「在西晉士人的

奢靡生活裡，在他們的入世甚深的近於平庸的享樂裡，生命問題始終並未從他們的心中退

去。他們的自全心態，他們的不嬰世務，都不同程度地與這一點有關。」99「生命」正是

傷逝的核心命題。著名之「金谷會」集合西晉重要文士參與，名噪一時，然從僅存詩作中

可發現，大部分皆懷著傷逝的心態。石崇未見金谷詩作，但從〈金谷詩序〉中「感性命之

不永，懼凋落之無期」句，的確可揣想當時參與士人的創作心態。其他如潘岳〈金谷集作

詩〉：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遊郊畿。 

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 

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 

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 

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100 

 

又如杜育〈金谷詩〉現存之殘句： 

 

既而慨而，感此離析。101 

 

 
                                                        
98 同註 47，《晉詩卷七．嵇紹》，頁 725。 
99 同註 35，頁 261。 
100 同註 47，《晉詩卷四．潘岳》，頁 632。 
101 同註 47，《晉詩卷八．杜育》，頁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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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或許如石崇所言，金谷會是為當時的征西大將軍王詡返長安餞行而會，因而「離」

是聚會文人詩作中不可避免的主題。但深究其所感，所感嘆之「離」或許是離「美好歲月」、

離「青春年華」。102 

包括石崇在內，這些士人何以有此離析之感？其因有二：最明顯的原因，「金谷會」

時間為元康六年，《水經注》則記為元康七年。103無論何者為真，都已是石崇晚年賈謐勢

力搖搖欲墜之時，對政治風向一向敏銳的石崇以及其政治黨羽，早已嗅到腥風血雨的氣

味，自然會對可能即將失去的優渥生活與富貴榮華感到徬徨。另一原因則是存在於西晉世

族出身士人的普遍心態，「金谷會」這種山水園林與文學結合的方式雖並非首見，但正與

其追求身名俱泰之心有所互補。王瑤在論西晉士人「朝隱」風氣時說：「儘管時代風氣使

得一般士大夫們都希企隱逸，但一個『心迹雙寂寞』的真正隱士底枯槁憔悴生活，卻不是

生活在富貴汰侈圈子裡的一般名士們和門閥子弟們所能忍受的。所以『朝隱』的理論固然

為他們所接受，而朝隱的事實則更為他們所歡迎。」104事實上，像金谷會這種在朝文士聚

於山林間吟詩誦歌，正可說是「朝隱」另一形式的表現。 

余英時言：「由於彼等之生活理想一部份建立於經濟基礎之上，故其實際生活中遂時

見有奢侈與好財之陋習，而似不免與其內心之玄遠超逸形成尖銳之對照，但若衡之以達生

任性之旨，則至少在彼輩心中固可以無衝突也。」105石崇等人憑藉政經實力舉行的金谷集

會，實為一場以任情之名行「朝隱」之實的士人聚會。有學者認為這些士人「看重的不是

地理上的荒遠、幽深，而是其中的審美情趣」106，其實藉遊山林以表玄遠，掩飾自己無法

忘懷世俗之心才是真相，所以在詩中大量的傷逝之語，正透露了士人內心的渴望與企求。

所以我們也可以這麼說：石崇傷逝之情，是一種對於政經文化實力無從著力的抽象心情，

藉文字抒發以求情感之「泰」的管道。 

                                                        
102  與此主題相關之金谷會詩作，筆者疑另有兩首，現錄於下：一為曹攄〈贈石崇詩〉：「涓涓谷中泉，

鬱鬱巖下林。泄泄群翟飛，咬咬春鳥吟。野次何索寞，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

肴忘肉味，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效於今。」出處同註 47，《晉詩卷八．曹攄》，頁 756。
另一為棗腆〈贈石季倫詩〉：「深蒙君子眷，雅顧出群俗。受寶取諸懷，所贈非珠玉。凡我二三子，

執手攜玉腕。嘉言從所好，企予結雲漢。望風整輕翮，因虛舉雙翰。朝游情渠側，日夕登高館。翕

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分給懷離析，對樂增累歎。」出處同註 47，《晉詩卷八．棗腆》，頁 772（末

四句原見《初學記》，逯欽立認為乃〈贈石季倫詩〉佚文）。二詩雖未以「金谷」為篇名，然就詩中

所言情景實與金谷會相類，然並無實證，置此供參考。 
103  元康六年為《世說新語》劉注所引，已見註 68。《水經注》則載：「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

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石季倫〈金谷詩集敘〉曰：余

以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眾果、竹柏、藥草備具。」

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75 年），卷十六，頁 228。 
104 同註 65，頁 189。 
105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年），頁 261。 
106  李建中、高華平：《玄學與魏晉社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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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石崇藉〈思歸引并序〉表達自己思歸避禍的心情。其序言：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

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江

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目戈釣為

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淩雲之操，歘複見牽羈，婆

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心有同

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

播於絲竹也。107 

 

詩序言明此詩作於五十歲以後，所謂的「以事去官」，當為《晉書》所載「及賈謐誅，崇

以黨與免官」事。108此時石崇往日從經濟到政治乃至文化領域所成就的「身名俱泰」已然

崩解，只能逃遁於金谷別業中尋求情感上的安逸，過著歸隱般的生活。從「好服食咽氣，

志在不朽」懼生命有盡之意，可見石崇仍眷戀「身名俱泰」的日子。那麼接下來的詩作，

便可看出極大反差下深切的喟嘆： 

 

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

魚徬徨，鴈驚泝波群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

華池，酌玉觴。 

 

錢鍾書曾說：「匪特紀載之出他人手者，不足盡據；即詞章宜若自肺肝中流出，寫心言志，

一本諸己，顧亦未必見真相而徵人品。」109我們看石崇的〈思歸引并序〉便知此言不虛。

前半歸隱山林，後半則回到豪奢之景況。詩名「思歸」，狀似自朝堂歸田，事實上石崇所

思之「歸」，恐怕是歸往日「身名俱泰」之時。 

 

                                                        
107 《晉詩卷四．石崇》，頁 643-644。關於此序，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將其置於

石崇另作〈思歸歎〉前，認為是其序，同註 46，頁 1650。經曹道衡等人考證：「石崇有〈思歸歎〉，

又有〈思歸引〉，〈思歸歎〉見《類聚》卷二八，開首即云『登城隅兮臨長江』，是在荊州所作可知。

詩為騷體，故《全晉文》、《詩紀》並收。〈思歸引〉見《類聚》卷四二，《樂府詩集》卷五八錄入『琴

曲歌辭』，前有序，見《文選》卷四五。《全晉文》誤拼〈思歸引序〉與〈思歸歎〉為一篇，序言在

洛陽罷官而歸河陽，詩云臨長江而極望無涯，文與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

朝詩》不誤。」見同註 30，頁 122。筆者採信其考證，故認為此序乃〈思歸引〉之序。 
108 同註 87，頁 1008。 
109  錢鍾書：《談藝錄》（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8 年），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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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節論述可知，石崇並未因外在身名之安適而滿足，在客觀條件達到「泰」的情況

下，他仍亟欲追求「內心之泰」。盛時表現為任性重情，衰時則是傷逝避禍。然而他是否

真做到了「內心之泰」？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石崇的「內心之泰」並不是超越性的，而是

必須建立在「外在之泰」上，他的傷逝，他的思歸，都是無法忘懷昔日的豪奢與榮光。而

更為諷刺的，石崇對綠珠的重情表現反而給了自己致命的一擊，且臨刑前還無法從物質生

活中醒悟，猶歎曰：「奴輩利吾家財。」而當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不早散之﹖」時，

「崇不能答」110，充分說明了財富與地位仍是石崇最為看重而難以割捨的。 

我們似乎可以這麼說：石崇所言的「士當身名俱泰」，在他的理想中的確是外在條件

與內心情性兼顧之泰。但在現實條件中（尤其是西晉時期的環境下），石崇並未超越自身

欲望而達真正之「泰」，這使得他的理想終究只能是妄想。如果將石崇所言「身名俱泰」

比擬成天秤，那麼財富名聲與內在性情變分屬天秤兩端，只是這並非一等重之天秤，它在

石崇的思考中永遠是向財富名聲的一端傾斜。石崇所言「士當身名俱泰」，當作此等理解。 

五、結論 

回到「緒論」所言，因為石崇歷來被定型為豪奢之代表人物，故論者多未能以持平眼

光待之。對王敦所言「士當身名俱泰」語，也被視為對奢靡生活露骨的告白。在本文探究

後，對「士當身名俱泰」一語的深入意涵，做出了如下看法： 

首先，「身名俱泰」之「泰」，不應只取寬裕、美好之義，「安適」一義應更為石崇所

重視。石崇所言的身名俱泰，除生理、生活方面的優渥餘裕外，更應包含心理成分。且生

理和心理的「安適」，才是石崇真切追求的境界。 

從石崇的觀點看來，生理的安適首先來自於豐厚的財力，此觀點乃因當時西晉士人風

氣所致，而此風氣又與朝政有密切關係。占田法的頒佈助長了世族的興起，士人經濟地位

的提升有助於身家性命的鞏固。要彰顯經濟實力，過度豪奢行徑的出現勢難避免，石崇的

豪奢行徑便源自於此。而從石崇人格的養成也發現，父親分產未及於他，不安的陰影伴隨

他至成人，財富的累積成了他尋求內心安定的最有效方式，之所以肆意豪奢，許是自卑心

境下轉變的自傲行徑。從此點來論，求「內心之泰」方為豪奢行徑的最佳註腳。 

而僅僅靠經濟實力是無法在險峻的西晉環境終站穩腳步的，石崇將觸角先延伸到了政

治範疇。石崇本非玄學中人，其政治思想也以儒家為主，再加上頗有才幹，尋求仕途之順

                                                        
110 同註 3，《晉書》卷三十三，〈列傳第三‧石苞附石崇傳〉，頁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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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成了他的目標。他依附賈謐，組「二十四友」一黨，都是為了確立政治地位。政治安定

與名聲建立後，在極重視士人風度的西晉時期，文化地位成了石崇在現實中最後努力的標

的。「二十四友」中頗多西晉文人之中堅份子，石崇以其政經地位很快成其首腦，晚期的

「金谷會」更完全實現了石崇的文化實力。經濟、政治、文化地位的穩固，使得石崇真正

實踐了現實生活的「身名俱泰」。 

然而現實的「身名俱泰」終究不足，需要內在的安適才臻「泰」的完整性。在講求任

性自然的西晉風氣下，石崇除肆意驕奢外，更有需多「重情」的表現，這些均表現在他的

行徑與文學作品中。在「情性自然」的說法下，石崇任隨情感自然流露甚至有時到了危及

現實之泰的地步，都可視為是為了追求「內心之泰」，不惜與「現實之泰」衝突的心態。

晚期的傷逝避禍，雖仍重情，然卻也呈現對過往榮華的眷戀。所以石崇追求的「身名俱泰」，

雖有其內在成分，終究因無法超越現實而未臻完善，也導致了自己的敗亡。 

職是，石崇的「士當身名俱泰」一語的確讓我們更加深入瞭解了他的心理與處世態度，

見微知著，或許可以藉此擴及探究西晉士人，體會與理解他們在那樣的濁世中，如何創造

自己的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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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lars in West-Jin Dynasty were known to be extravagant. Shi Chong’s behaviors in history 
even made him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time. The sentence “Scholars should seek for body and 
fame’s easiness”, which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Jin”, ascertained his historical image. When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 of the sentence was further investigat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called “both 
body and fame’s easiness” cannot simply be judged as Shi Chong’s self-proclamation on his 
extravagant life; instead further discuss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i Chong’s personal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assay thought Shi Chong’s “easiness” referred to the “comforts” in both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In pursuit of “easiness“ Shi Chong chose to consolidate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gradually build up his cultural reputation in condition of family 
factor and ba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West-Jin Dynasty. Therefore, he deliberately expressed his 
luxurious acts to manifest his economic status, attached to powerful courtier Gu Mi, and formed 
“Twenty-Four Friends Community” to ascertain his political status, and hosted the “Jin-Gu-Hui” to 
build up his cultural status by gathering scholars. Nevertheless, when the “realistic easiness” was 
accomplished, Shi Chong’s “internal easiness” was challenged by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lways 
being capricious and emotional. Such conflicts caused his failure and death. A straw shows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the discussion of Shi Chong can also be inferred to all other scholars in West-Jin 

Dynasty for a further study to comprehend how West-Jin scholars dealt with the reality while living in 
such a chaos world and to know the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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